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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事国聘请的专家所出具的专家意见是国际法院认定争议事实依赖的一种重要证
据。专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以及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信息和数据及其处理方法和产生的结论是

影响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主要因素。鉴于专家的聘请事宜由当事国主导，法院不会强制要求专家

必须在资质、专长和独立性等方面满足某些特定的条件。对于可能影响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部分

因素，法院尚未发表一般性的观点或具体意见。法院可在司法实践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回应当事国

的争辩点，也可就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方法发表更具针对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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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际法院 （下称法院）审理的诸多案件中，为了更好地证明本国主张的事实，

特别是科学和／或技术密集型的事实，当事国大多聘请了专家，甚至聘请案件所涉专业领域的多
名专家。① 当事国聘请这些专家出具专家意见，向法院提交专家报告证据，并在必要时安排专家

出庭作证或者以律师身份参与法律程序。②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对国际诉讼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

入，专家意见作为证据将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③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院

在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和权重等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④ 仅在少数案件中直

接评判这类证据的证明价值，且尚未说明评估的一般原则和总体做法。

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问题是国际法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起初，学界一方面批评法院处理

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的消极态度和不良做法，包括在认定事实过程中忽略、拒绝使用或者曲解当

事国提交的专家意见证据，允许专家以律师身份参与诉讼，拒绝当事国提出的质询专家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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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 （１９ＶＨＱ００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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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了专家证据，但是认为回应当事国诉求／作出判决不需要依据这些证据确立事实，典型案件是 “大陆架划界案”

（突尼斯／利比亚），“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三是认为需要确立事实，但是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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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四是法院对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的关联性、权重、证明价值作出评判，如 “南极捕鲸案” （澳大利亚诉日本，

新西兰参加）以及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和 “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

沿线修建公路案”（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



等；另一方面则建议法院更加积极地处理、使用当事国提交的专家证据，并不断改进审判程

序。① 随着法院开始积极应对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据问题，学界关注的重点转向法院查明事实的

新变化和新问题，包括总结法院在审判程序上作出的改进，阐明法院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权

重的方式、方法，剖析法院用来审查当事国国内立法、措施或决策的客观审查标准，②指出法院

做法仍旧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③ 其中，对于法院如何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现有

研究主要讨论了当事国和专家的立场和态度，专家的出庭身份对证明价值的影响。④ 值得注意的

是，很少有成果专门分析专家自身和专家意见的有关情况对专家证据证明价值的影响，这包括专

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以及专家报告所依赖的原始信息和数据的来源，收集方式、时间、地

点、工具，处理和分析的方式、模型，以及最终形成的专家意见是否合适等。与当事国提交的其

他类型的证据不同，当事国专家意见由专家出具，并且是一份科学意见。⑤ 上述因素对于当事国

专家意见证明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细查深究的国际法问题。

本文将重点研究国际法院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所关涉的５个方面的问题，目的是
便利法院查明争议事实、保障良好司法、提高司法效率，同时也可帮助当事国了解法院评估当事

国专家意见证据的偏好。其中，第一和第二部分讨论专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对于当事国专家

意见证明价值的影响，第三、第四、第五部分讨论原始信息、数据的采集和获取、处理和分析以

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证明价值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灵活性既是国际裁

判机构最基本的属性之一，⑥ 也是国际争端解决的核心要素。⑦ 在事实查明方面，这一属性突出

表现为大部分司法和仲裁机构查明事实和评估证据的规则往往比较笼统。⑧ 《国际法院规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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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ｐ４６５－４６７



称 《规约》）和 《国际法院规则》（下称 《规则》）的相关条款在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证明价值

评估的问题上不能直接给出明确的答案，这要求我们细致地研究国际法院的相关司法实践及形成

的国际判例。①

一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的资质和专长

“专家”（ｅｘｐｅｒｔ）一般被定义为拥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或者技术的人。② 换言之，
在某个或者某些特定的专业领域拥有资质或具有专长，是专家与非专家的基本区别。③ 在国际诉

讼程序中，为了在相关的争讼事实上获得法院的支持，当事国往往会主动聘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

家，请他们出具专家意见，甚至出庭作证。聘请谁来做专家显然是由当事国自己来决定的。当

然，它也要自行担负相应的风险。④ 从国际法院的实践来看，一方聘请的专家所具备的资质和专

长，经常成为另一方挑战和质疑的事项。

针对专家的资质，一方当事国往往指责另一方聘请的专家没有资格或不够资格针对某个争议

的事实问题以专家身份发表意见。例如，在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的 “南极捕鲸案”（下

称捕鲸案）中，日本指责澳大利亚聘请的专家马克·曼格尔 （ＭａｒｃＭａｎｇｅｌ）先生只是一位待在
象牙塔里的大学教授，不是国际捕鲸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ｈａｌ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的成员，就 “什

么是科学研究”这一案件的争议焦点所提出的标准过于学术化，根本不能适用于案件所涉的

ＪＡＲＰＡＩＩ项目。⑤ 澳大利亚则回应称，曼格尔先生有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就科学研究活动提供
建议的丰富经验。对于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他非常适合提供独立、实用的

意见。⑥

针对专家的专长，当事国往往辩称另一方聘请的专家所发表的意见超出了其自身的常规领

域。例如，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 “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下称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的庭审

阶段，尼加拉瓜指出，哥伦比亚聘请的专家罗伯特·史密斯 （ＲｏｂｅｒｔＳｍｉｔｈ）博士曾在２００７年圭
亚那诉苏里南 “海洋划界仲裁案”的庭审中甚至无法给出 “大潮低潮面”（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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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与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密切相关的案件包括：“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大陆架划界案”（突尼斯／利比亚），
“大陆架划界案”（利比亚／马耳他），“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斯洛伐克），“卡西基利／塞杜杜岛
案”（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卡塔尔诉巴林），“石油平台案”（伊朗诉美国），“乌拉圭
河纸浆厂案”（阿根廷诉乌拉圭）；“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空中喷洒除草剂案”（厄瓜多尔

诉哥伦比亚）；“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以及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哥

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和 “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修建公路案”（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ＳｅｅＫＡｎｄｅｒｓＥｒｉｃｓ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ｐ３
ＳｅｅＫＡｎｄｅｒｓＥｒｉｃｓ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３；ＭｉｃｈａｅｌＹｏｕｎｇａｎｄＪｏｈａｎＭｕｌｌ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ｐ２
正如国际法院法官杰拉德·菲茨莫里斯爵士 （ＳｉｒＧｅｒａｌｄ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所言，“当人们向律师、医生、建筑师或其他专
家咨询时，就会被认为接受了下述可能性，即被咨询的专家在出具意见时可能会犯错或者这位专家所做的工作不够

完美。和所有人一样，专家难免也会犯错误。”Ｓｅｅ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ｍｐｌｅｏｆＰｒｅａｈＶｉｈｅａｒ（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ｖ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１５Ｊｕｎｅ１９６２，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ＳｉｒＧｅｒａｌｄ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６２，ｐ５８
Ｓｅｅ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３／１５，ｐ４７，ｐａｒａ１２
Ｓｅｅ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３／１９，ｐ３９，ｐａｒａｓ４０－
４１



一专业术语的定义，并据此辩称水道测量学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ｙ）不是他的常规专业领域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鉴于本案的争议点之一，即圭塔苏埃诺礁 （Ｑｕｉｔａｓｕｅｏ）中是否存在地
物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情况，这恰恰属于水道测量学领域的问题，史密斯博士不应该就该问题出

具专家意见。① 对此，哥伦比亚辨驳道，② 史密斯博士承认自己不能定义 “大潮低潮面”这一专

业术语并不意味着他不精通海洋法上与地理、科技相关的问题。③

国际法院很少直接干预当事国之间有关专家资质和专长的争议或在判决中对此发表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 “西南非洲案”（埃塞俄比亚诉南非，利比里亚诉南非）。由于双方当事国的代

理人和律师在对方当事国质询证人 （也包括专家）的过程中反复针对证人的资质、专长问题提

出反对意见，法院不得不发表了看法。法院明确指出，如果一位专家能够证明自身在某些领域

拥有专业知识，那么便可称其为 “专家”。④ 除此以外，法院没有说明其他可视为满足资质要求

的条件与标准。就专家超出自身专业领域发表意见所引发的争议，法院一方面强调这是评估专

家意见证明价值时需要考虑的一项因素；另一方面则表示专家可以在其非常规领域发表意见，

只要他能够证明自身在该领域拥有超出常人的专业知识。⑤ 但是，法院并未说明具体的评判

方法。

事实上，法院会考虑专家的资质和专长，尤其会考虑专家是否超出自身常规专业领域发表专

业意见，以及是否有资格针对某个争议的事实以专家身份发表意见等情况。然而，法院往往不会

把它当成评估专家意见证明价值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法院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的做法或许

可以有所启发。虽然该案中的专家史密斯博士被指控不精通水道测量学，但法院仍旧认为，由于

《史密斯报告》是在实地考察和科学评估基础上形成的，⑥ 因而是判定 “圭塔苏埃诺礁中是否存

在地物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情况”这一问题的重要证据。这或许可以表明，相较于专家的资质、

特长，法院更为关注的是专家意见所依据的数据和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评估方法的科学性等与专

家意见本身更为密切关联的因素。

《规约》和 《规则》都没有对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的资质和专长等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⑦ 是

否聘请专家、聘请谁做专家等事宜皆属当事国自行决定的事项，法院一般不对这些专家的资质和

专长提出一般性的判断标准。可以说，这是当事国的自由或权利。另一方面，当事国也要自行担

负与聘请专家相关的风险，包括对方对本国专家资质和专长的挑战、专家出错、法院不考虑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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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２／１４，ｐ３６，ｐａｒａ１２
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２／１７，ｐ１３，ｐａｒａ３３
当事国对专家专长的类似指责还出现在纸浆厂案中。ＳｅｅＰｕｌｐＭｉ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ｖＵｒｕｇｕａｙ），Ｏ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９／２１，ｐｐ１３，２４－２５，ｐａｒａｓ４，２４；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９／２２，ｐ４７，ｐａｒａ１４
Ｓｅ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ｖ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１９６５／３（ＶｏｌｕｍｅＸ），ｐ５１５；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１９６５／４
（ＶｏｌｕｍｅＸＩ），ｐｐ１６６，６０４
Ｓｅ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ｖ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１９６５／３（ＶｏｌｕｍｅＸ），ｐ５１５
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ｐ６４４，ｐａｒａ３６
《国际法院规则》第５７条、第６３条分别对当事国提交专家证据的方式以及聘请、传唤专家参与庭审的权利作了规
定。除此之外，《规则》还笼统规定了专家参与庭审的诸多方面，包括专家需要宣读的誓言、审查和讯问专家的方

法、专家核对证词的权利以及专家参与庭审是否需要安排翻译等。参见 《国际法院规则》第６４条第２款，第５８条
第２款以及第６５条，第７０条以及第７１条第５款。另外，上述两份文件也对法院的权力和权限作出规定。依据 《国

际法院规约》第４３条第５款、第５１条以及 《国际法院规则》第６２条第２款，法院不仅可以安排鉴定人出席诉讼，
也可以审讯鉴定人或者向鉴定人 “提出任何切要有关之诘问”。然而，关于法院应当如何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

价值和权重，上述文件却未作任何规定。



专家的意见等。法院虽然无权干涉或干预当事国聘请专家的有关事项，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不可

从维护良好司法、提高司法效率、便利认定争议事实的立场出发，对关涉当事国聘请专家的有关

事宜进行适当引导。如今，国际法院所处理案件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① 为便利法院和法官评估

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改善当事国在聘请专家过程中的某些不当做法，法院通过适当方式对相关

事项进行引导就显得尤为必要。其中，在案件判决等法律文书中发表一般性看法或者评论意见便

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引导手段。例如，不少当事国选择让本国聘请的专家以律师团成员的身份参

与法律程序，这导致当事国无法在庭审过程中围绕专家证据对这些专家进行询问。针对这种做

法，法院在纸浆厂案中发表了一般性意见，表示希望当事国专家以专家而非律师身份参与法律程

序。② 自此，当事国便几乎不再采取上述不良做法。③ 类似地，法院也可以在必要情形下就专家

的资质或者专长问题发表一般性看法，以指引和规范当事国在聘请专家上的做法。

二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的独立性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经常被称为 “枪手”（ｈｉｒｅｄｇｕｎ）。④ 当事国花钱雇佣专家，目的就是让他

们从专业角度向裁判机构提供对本国主张事实有利的专家意见。在国际法院的实践中，当事国往

往以对方专家不独立为由，挑战专家意见的中立性、客观性，并试图借此否定或削弱专家意见的

证明价值。

在过往案件中，关于专家的独立性，当事国往往提出如下几种质疑：一是专家相较于当事国

不具有独立性，包括专家可能是当事国国内某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由当事国短期雇佣出具专家意

见；二是专家与案件的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三是专家在准备专家报告时曾与当事国国内的工作

人员密切合作。在纸浆厂案中，乌拉圭以阿根廷聘请的专家与阿根廷存在雇佣关系为由主张此类

专家不具备独立性。⑤ 与此同时，阿根廷以乌拉圭的专家与案件的诉讼结果存在利益关系为由指

责乌拉圭聘请的这位专家不独立。⑥ 类似的质疑还出现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和捕鲸案中。⑦

在上述案件中，国际法院似乎根本没有理会这些指责，也没有对专家独立性的定义和判断标

准等发表一般性意见。更甚者，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即便史密斯博士被指责不中立，在

判定 “圭塔苏埃诺礁中是否存在地物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情况”这一问题时，法院仍旧认为

《史密斯报告》是最为重要的证据。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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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何田田：《论国际法院与专家证据———以１９９４年国际法院 “陆地和海洋边界案”为视角》，第１１页。
ＳｅｅＰｕｌｐＭｉ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ｖＵｒｕｇｕａ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０，ｐ７２，ｐａｒａ１６７
ＳｅｅＬｏｒｅｔｔａＭａｌｉｎｔｏｐｐｉ，“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ＣＪ，Ｎｏｔａｂｌｙ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ｐ４３５；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Ｇｒｏｓ，“ＴｈｅＩＣＪｓ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Ｃａｓｅ：ＡＷｈａｌｅｏｆａＣａｓｅ？”，ｐ５８１在个别案件中，当
事国仍然安排专家以律师身份参与法律程序。ＳｅｅＡｌａｎＢｏｙｌｅ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２０１３）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２４５，ｐ２７１
ＥｖａｎＢｅｌ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５，ｐ５５
ＳｅｅＰｕｌｐＭｉ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ｖＵｒｕｇｕａｙ），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９／１９，ｐ３５，ｐａｒａ６
ＳｅｅＰｕｌｐＭｉ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ｖＵｒｕｇｕａｙ），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９／２１，ｐ２４，ｐａｒａ２３
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２／１４，ｐ３６，ｐａｒａ１２；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３／１４，ｐｐ２３－２６，３１
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ｐ６４４，ｐａｒａ３６



同样地，《规约》和 《规则》在当事国所聘请专家的独立性问题上也没有明确要求。法院作

为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虽然在判断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上有自由裁量权，但却不能要求

当事国所聘请的专家必须具备独立性和中立性，在有关争端上不持既定立场，仅得从自身专业角

度发表客观意见。曾有专家建议，国际法院应更新实践指南，对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的独立性提出

明确的要求，将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区分为 “咨询专家”（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ｔｓ）和 “独立专家”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ｔｓ）两种类型，在提出书面专家意见证据时提交一份独立性声明，说明专家与
案件程序相关的任何利益关系等。① 但上述建议妨碍了当事国自行决定聘请专家事项的权利和自

由，似乎也与国际争端解决的灵活性原则相悖。② 为了保障良好司法，尤其是便于法院查明和认

定争议事实，本文认为，国际法院同样可以在判决等法律文书中发表一般性的意见或以评论意见

的方式改善当事国的某些现有做法。例如，法院可以鼓励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就认定事实所涉的科

学和技术问题仅从自身的专长角度发表专业性的意见。这显然有助于法院更加精准地确认双方在

科学技术上的具体争议点，进而更加准确地认定有关事实。③

三　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信息和数据

收集和获取原始信息和数据是专家意见形成的基础。在过往案件中，双方当事国曾多次围绕

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和获取等展开争辩。具体而言，当事国争论的焦点可以归纳为如下３方面。

（一）信息和数据来源问题

在过往案件中，一方当事国经常会挑战对方当事国专家证据的信息与数据的来源问题，尤其

是不同信源往往会带来不同争议。④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出具意见所依据的信息和数据主要来源于

４种渠道。
第一种是由当事国直接提供信息和数据。专家基于此种渠道获取的原始信息出具的专家意见

经常被另一方当事国指责缺乏独立性。例如，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

进行的某些活动案”（下称某些活动案）中，哥斯达黎加聘请的专家科林·索恩 （ＣｏｌｉｎＴｈｏｒｎｅ）

·６７·

《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咨询专家”主要负责帮助当事国起草法律文书、应对诉讼：“独立专家”主要负责接受另一方当事国的质询和法院

的提问，且不能参与当事国准备诉讼的过程，以保障他们的独立性和公正性。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ＧｅｒａｒｄＤｅｖａｎｅｙ，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Ｃａｓ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ｐ１５－１９，ｈｔｔｐｓ：／／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３５１９７９９（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２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２）．
ＳｅｅＢｒｅｎｄａｎＰｌａｎｔ，“Ｅｘｐｅｒ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ｐ４６４－
４７２
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双方当事国的专家各自站在有利于聘请国的立场上发表专业性意见，这使得法院能够

依据双方当事国专家的共识确立事实。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ｐｐ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４－６４５，ｐａｒａｓ３０－３１，３６－３７
除了不同信源所引起的关注以外，当事国专家给出意见所依据的原始信息是否有确切的来源，特别是专家报告是否

披露信息来源，同样是当事国挑战对方专家意见可靠性的一项重要理由。在捕鲸案中，澳大利亚曾多次强调日本雇

佣的专家出具的书面专家报告没有提供脚注和参考文献。法院未直接回应澳方提出的此项质疑。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事实时依据的并非沃奥先生出具的这份书面报告，而是他在庭审阶段提供的口头证词。Ｓｅｅ
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３／１４，ｐ２５；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２０１３／９，ｐｐ１９，２９，ｐａｒａｓ２３，５１；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３／２０，ｐ３１，ｐａｒａ８２；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
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４，ｐｐ２８０，２８３－２８４，ｐａｒａｓ１８０，１９２．



在出具专家报告时参考了许多由该当事国提供的信息和数据，尼加拉瓜据此指责这份报告依据的

信息既不中立也不可靠。① 此外，当事国还经常指责另一方当事国在向专家提供信息时有隐瞒行

为。在某些活动案中，尼加拉瓜质疑哥斯达黎加向其雇佣的专家科林·索恩隐瞒修建公路的事

实；在卡塔尔诉巴林 “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下称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卡塔尔质疑巴林向

其雇佣的专家卡尔顿长官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Ｃａｒｌｅｔｏｎ）隐瞒一项不利证据，即英国一家公司于１９７７年
出版的一份大比例尺地图。② 截至目前，法院还没有对通过第一种渠道获取的信息的真实性、可

靠性等直接在判决中作出评价。根据既往司法实践，法院会考虑信息来源缺乏独立性或者当事国

隐瞒信息等情况，但不会单纯基于上述原因而完全不考虑根据此种渠道获取的信息所出具的

意见。③

第二种是由专家自行获取，特别是当事国聘请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获取一手数据。根据不同

案件情况，法院采取了不同态度。例如，在某些活动案中，尼加拉瓜指出哥斯达黎加聘请的专家

科林·索恩进行实地考察的方式是 “私人飞越争议领土上空”，而非实地深入争议区域考察是否

先前存在连接圣胡安河和港头泻湖 （ＬｏｓＰｏｒｔｉｌｌｏｓ／ＨａｒｂｏｒＨｅａｄＬａｇｏｏｎ）的天然水道，并指出以这
种方式进行的实地考察出具的专家意见不过是猜测。④ 法院在确立事实时几乎没有考虑科林·索

恩通过实地考察获取的信息或数据。相反，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法院却认为史密斯博士

通过实地考察获取的与该问题相关的一手信息、数据是判定该问题最重要的证据。⑤ 可见，法院

在评估通过此种渠道获取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时，会综合考虑专家实地考察的不同情况，包

括当事国雇佣的专家是否真正进行过实地考察，实地考察的过程是否全面、细致，评估信息的方

式方法是否科学、严谨等。

第三种是来自第三方提供者的数据。对于通过此种渠道获取的数据和信息，提供者的独立性

和权威性十分重要。如果提供者缺乏权威，另一方当事国很有可能借机指责。例如在某些活动案

的赔偿阶段，在确定气体调节功能 （ｇａ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假定价值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时，哥
斯达黎加提供的数据出自一份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硕士论文，遭到了尼加拉瓜的指责。⑥ 但截至目

前，法院在判决中还没有对依据这种渠道获取到的信息出具的专家报告进行直接评价。

第四种方式是由双方当事国共同采集的数据。在 “卡西基利／塞杜杜岛案”（博茨瓦纳／纳米
比亚）中，对于１８９０年条约中乔贝河主航道是位于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南侧还是北侧，纳米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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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Ｗｒｉｔｔｅ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ｏｆ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ｐ２４２，ｐａｒａ５２０８
Ｓｅ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Ｗｒｉｔｔｅ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ｏｆ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ｐ１１７，ｐａｒａ４６４（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２６０）；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Ｑａｔａｒａｎｄ
Ｂａｈｒａｉｎ，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Ｒ２０００／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３９，ｐａｒａ２４
在捕鲸案中，澳大利亚聘请的专家曼格尔先生在其第一份专家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份报告的部分参考材料是由澳大利

亚政府提供的，法院并未仅基于此而舍弃这份专家证据。Ｓｅｅ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ｒＭａｒｃＭａｎｇｅｌ（ｅｘｐｅｒｔｃａｌｌｅｄｂ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３３９，ｐａｒａ２２；２０１３／９，ｐ５５；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４，ｐ２８３，ｐａｒａ１９０另可参见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ｐ６４４，ｐａｒａ３６。
Ｓｅ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Ｗｒｉｔｔｅ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ｏｆ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ｐｐ３４７，３４９，ｐａｒａｓ６９９，６１０３
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ｐ６４４，ｐａｒａ３６
Ｓｅ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Ｗｒｉｔｔｅ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Ｒｅｊｏｉｎｄｅｒｏｆ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ｏｎ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２４，ｐａｒａ２４２



和博茨瓦纳两国一直存有争议。为解决上述争议，双方当事国分别于１９４８年和１９８５年共同委派
人员、专家展开联合调查。几份调查报告都一致认为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北部支流为乔贝河的主航
道。在该案判决中，法院两次提及上述报告，用来辅助证明自身关于１８９０年条约第３条第２段的解
释结论，即乔贝河的北部河道为该河在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周围地区的主航道。① 法院之所以如此
重视上述调查报告，部分原因在于上述调查是由双方当事国共同实施的，能够体现双方当事国的

合意。②

（二）信息和数据的收集方式和过程

信息和数据的收集方式和过程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有着直接的影响。国际法院

的相关司法实践表明，信息的收集方式和过程主要涉及如下３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收集信息的技术标准、方法、模型。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以及 “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

线修建公路案”（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中，当事国曾就收集信息的技术标准、方法、模型等

产生争议。③ 法院尚未单纯基于收集信息的技术标准、方法、模型等肯定或者否定某一项专家证

据。但这些因素会对当事国专家意见结论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收集信息的时间、地点和数量。某些待证事实对于原始信息的收集有时间、地点

等方面的要求，例如需要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采集信息，以及需要符合一定要求的样本数

量等。例如，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在判定 “圭塔苏埃诺礁中是否存在地物在高潮时

高于水面”这一问题时，法院在判决中直接明确表示，很多年前进行的调查与解决该问题无

关，与之相关的是当今的证据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④ 据此，法院没有考虑尼加拉瓜提交的
多项历史调查和海图证据。⑤ 再如，在修路案中，由于收集信息的地点不符合要求，法院没有

考虑尼加拉瓜出具的一份名为 《环境诊断评估报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的
证据。⑥

第三，收集信息的仪器、设备、工具。当事国也曾因收集信息的仪器、设备、工具等是否合

适产生争议，包括其准确度、先进性等。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史密斯博士在其报告中将

圭塔苏埃诺礁中的地物高于平均海平面 （ｍｅａｎｓｅａｌｅｖｅｌ）的距离精确至毫米。鉴于史密斯博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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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Ｋａｓｉｋｉｌｉ／ＳｅｄｕｄｕＩｓｌａｎｄ（Ｂｏｔｓｗａｎａ／Ｎａｍｉｂ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９９，ｐｐ１０７２，１０９６，ｐａｒａｓ４２，８０
Ｋａｓｉｋｉｌｉ／ＳｅｄｕｄｕＩｓｌａｎｄ（Ｂｏｔｓｗａｎａ／Ｎａｍｉｂ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９９，ｐ１０９６，ｐａｒａ８０
Ｓｅ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ｏａｄｉｎ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ａｎＪｕａｎＲｉｖｅｒ（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ＷｒｉｔｔｅｎＰ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Ｒｅｐｌｙｏｆ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ｐｐ１０５－１０６，ｐａｒａ２１２７；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Ｒ
２０１２／９，ｐ５１，ｐａｒａ３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ＱａｔａｒａｎｄＢａｈｒａｉｎ，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Ｒ
２０００／１４，ｐ４１，ｐａｒａ１９
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ｐ６４４，ｐａｒａｓ３５－３６
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ｐ６４４，ｐａｒａ３６
在该案中，尼加拉瓜依据 《环境诊断评估报告》主张修路工程正在危害流入圣胡安河的支流的水质量及生活在这些

支流中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而这些支流所受到的危害的叠加效果会直接危害圣胡安河本身。对此，哥斯达黎加

辩称，这份证据不能表明修路工程对圣胡安河本身具有重要影响。报告的样本取自圣胡安河流经哥斯达黎加境内的

小支流，依据这些样本得出的结论不能适用于更宽的圣胡安河本身。法院完全接受了哥斯达黎加的抗辩，认为这份

报告只能表明 “道路的修建会局部影响哥斯达黎加境内流入圣胡安河的细小支流的水质量及生活在其中的大型底栖

无脊椎动物种群”，上述结果不会 “迁移至平均河宽将近３００米的圣胡安河本身”。Ｓｅ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ｏａｄｉｎ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ａｎＪｕａｎＲｉｖｅｒ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５，ｐｐ７３５－７３６，ｐａｒａｓ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２



用的测量工具不能达到如此精准的程度，尼加拉瓜以此为理由质疑 《史密斯报告》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① 国际法院尚未对此发表任何看法。

（三）难以或无法收集必要的信息

原始信息可能是难以甚至是无法收集或获取的。譬如，在空中喷洒除草剂案中，由于除草剂

具有很强的易挥发性，萨尔瓦多难以收集一手信息来证明哥伦比亚的喷药活动对萨尔瓦多造成了

诸多伤害。② 又如，在纸浆厂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以及修路案等案中，③ 案件争议地点在

另一方当事国的领土范围内，这也使得原始信息的收集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本文认为，在这些情况中，法院可综合考虑案件的情况，明确是否有必要采取措施。在一些

情形下，当事国为了掩盖自身证据的薄弱，会以原始信息难以收集为由要求法院在权衡证明责

任、评估证据等方面作出考虑。在另外一些情形下，难以收集的部分原始信息可能不会对判决产

生实质影响。那么，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法院便无需采取措施。法院在纸浆厂案中的处理方式值

得借鉴。在该案中，阿根廷主张，双方当事国在事实证据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博特尼

亚 （Ｂｏｔｎｉａ）纸浆厂位于乌拉圭境内，相较于乌拉圭，阿根廷在证据的获取方面处于劣势。④ 法
院在判决中直接否定了阿根廷的上述主张：“阿根廷本身提供了许多事实信息，并且乌拉圭在案

件不同阶段提交的材料都已经提供给阿根廷或者可在公共领域获取。因此，法院并不认为阿根廷

处于证据获取的弱势。”⑤ 在确有必要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在权衡证明责任、评估证据

时考虑这一情形，降低证明标准。例如，在科孚海峡案 （英国诉阿尔巴尼亚）中，阿尔巴尼亚

对其领水实施的排外的领土控制导致英国无法获取到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法院不得不允许

英国借助事实推定和间接证据来证明有关事实。⑥ 当然，国际法院也可以行使 《规约》赋予的权

力，聘请专家收集原始信息，并出具专家意见。在科孚海峡案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海洋划

界案 （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中，法院聘请的专家收集的信息和据此出具的专家意见在帮助

法院认定事实方面都起到了关键作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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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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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Ｒ２０１２／９，ｐ５０，ｐａｒａ３２
ＳｅｅＡｅｒｉａｌ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Ｅｃｕａｄｏｒ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Ｗｒｉｔｔｅ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ＲｅｐｌｙｏｆＥｃｕａｄｏｒ，ｐｐ２５２－２５３，ｐａｒａ３１４２
ＳｅｅＰｕｌｐＭｉ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ｖＵｒｕｇｕａｙ），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９／２０（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１１，ｐａｒａｓ１７－１８；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Ｒ２０１２／９，ｐ５０，ｐａｒａ３１；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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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ａ，ｐｐ８４－８５，ｐａｒａ３６１；Ｗｒｉｔｔｅ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Ｒｅｊｏｉｎｄｅｒｏｆ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ｐ１９，ｐａｒａ２１６
ＳｅｅＰｕｌｐＭｉ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ｖＵｒｕｇｕａｙ），Ｏ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０９／２０（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１１，ｐａｒａ１７
ＰｕｌｐＭｉ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ｖＵｒｕｇｕａ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０，ｐｐ８９－９０，ｐａｒａ２２６
ＳｅｅＣｏｒｆｕ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ａｓ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ｖＡｌｂａｎ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４９，ｐ１８
在科孚海峡案中，英国主张雷区是在阿尔巴尼亚的默许下布置的，并提交了大量证据予以证明。为了确定阿尔巴尼

亚是否有可能从其海岸观察到有人在布置雷区，同时也为核实与补充英国提交的诸多证据，法院依据 《规约》第５０
条指定专家进行实地调察，收集水雷的数量和型号、埋雷的方式及时间等信息。最终，法院依据专家的调察结果和

结论确定阿尔巴尼亚政府对雷区的布置是知情的。ＳｅｅＣｏｒｆｕ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ａｓ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ｖＡｌｂａｎｉ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４９，ｐｐ１６－２２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的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海洋划界案中，双方当事国对划
界的起点存有争议。为确定划界起点，法院依据 《规约》第４８和５０条主动指定专家进行实地调察，以查明双方当
事国提议的划界起点处的海岸情况。最终，法院依据专家收集到的地理信息确立了划界的起点。Ｓｅ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ａｎｄＬ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
ＩｓｌａＰｏｒｔｉｌｌｏｓ（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８，ｐｐ１４７－１４８，１７３，ｐａｒａｓ１０－１７，８６



四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对信息和数据的处理

专家在获得原始信息后，需要处理和分析这些信息。采用何种方法与模型等处理原始信息是

专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很多案件中，双方当事国都曾围绕处理原始信息的方法、模型等展开辩

论。例如，在某些活动案的赔偿阶段，关于采用什么方法来估算环境损害的价值，哥斯达黎加和

尼加拉瓜存在争议，前者主张使用 “生态系统服务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后者主张
使用 “重置成本法”（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ｓｔ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① 法院也仅在某些活动案中对双方当事国间的
此类争议作出了直接的回应，在其他案件中则采取了回避的处理方式。②

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直接回应，可能是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国际法院是一个司法机

关，法院最基本的属性是 “法律之庭”（ａｃｏｕｒｔｏｆｌａｗ）和 “司法之庭”（ａ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③ 法
院的任务是通过法律方式解决争端，依据国际法断定判决所必须查明的事实。④ 关于这一点，肯

尼斯·基思法官 （ＫｅｎｎｅｔｈＫｅｉｔｈ）在纸浆厂案发表的特别意见中曾指出，“法院的任务是在决定
当事国是否违反其法律义务的过程中去解决那些不得不解决的事实争议。”⑤ 因此，法院在大部

分情况下可能根本没有必要解决当事国之间有关处理原始信息的模型、方法等问题的争议。另一

方面，法院不是科学组织或机构，从科学技术角度解决双方当事国有关模型和方法等技术问题的

争议不是法院的职责。⑥

然而，随着法院受理和审理的科学与技术事实密集型案件越来越多，单纯回避的做法可能难

以满足实现良好司法的要求。在未来的案件中，法院可能需要直接在应采用的信息处理方法和模

型等问题上作出判断、给出答案并说明理由。本文认为，法院可以强调在有关技术问题上是否存

在国际通行做法，如果有通行做法，应该鼓励当事国尽量采用通行做法。通常情况下，当事国很

少对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产生争议。⑦ 若不存在国际通行做法或不存在唯一通行做法，法院可在综

合考虑个案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决定采取何种方法，且应给出相应的理由。某些活动案的赔偿阶段

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案件。在该案中，鉴于国际法上没有规定环境损害赔偿的特定方法，还考虑

到本案的特殊情况，法院没有选择哥斯达黎加主张的 “生态系统服务法”，也没有使用尼加拉瓜

主张的 “重置成本法”，而是决定采用 “综合评价法”（ｏｖｅｒａｌｌ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来评估哥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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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８，ｐｐ１５，１６，ｐａｒａｓ４５，４９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是法院采取回避做法的典型案件。Ｓｅ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ｐｐ６４２－６４３，６４４－６４５，ｐａｒａｓ３０－３１，３６－３８
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ｅｓｔ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Ｆｒａｎｃ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７４，ｐｐ２７０－２７１，ｐａｒａ５５；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ｓ（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ｖ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６３，ｐ２９
ＳｈａｂｔａｉＲｏｓｅｎｎｅ，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１９２０－２００５，ｐｐ１６８－１７４；Ａｎｄｒｅａｓ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８，ｐｐ５５－７５；ＹｕｖａｌＳｈａｎｙ，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ｐ１６４－１６８
ＰｕｌｐＭｉｌｌ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ｖｅｒ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ｖＵｒｕｇｕａ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２０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ｇｅＫｅｉｔｈ，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０，ｐｐ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６，ｐａｒａｓ２，８，１１
ＳｅｅＳｈａｂｔａｉＲｏｓｅｎｎｅ，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１９２０－２００５，ｐ１６９
通常情况下，当事国很少对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产生争议，典型案件是空中喷洒除草剂案。ＳｅｅＡｅｒｉａｌ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Ｅｃｕａｄｏｒｖ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Ｗｒｉｔｔｅ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ＲｅｐｌｙｏｆＥｃｕａｄｏｒ，ｐｐ１４３－１４５，ｐａｒａｓ２１８９－２１９０



黎加遭受的环境损害。① 这种方式较为灵活，能够使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各种具体情况等；② 然

而，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在采取这种方式评估环境损害时虽然给出了原因，但是并未说明如何得

出最终的环境赔偿金额，这引起了不少法官和学者的批评。③

五　专家意见的结论

在处理完原始信息后，专家会得出相应的结论。如果这些结论是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或者为科

学界所公认，法院将特别关注并赋予权重。例如，在捕鲸案中，在论证 “ＪＡＲＰＡＩＩ研究计划本
应该包含一些非致死方法的可行性分析”这一结论时，法院引述了曼格尔和尼克·盖尔斯 （Ｎｉｃｋ
Ｇａｌｅｓ）两位专家表达的、已经在科学界达成共识的科学意见。④ 然而，对于曼格尔先生提出的
“科学研究应该包含４种必要特征”的科学意见，法院则认为，“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
是某一位专家对所谓的设计良好的科学研究的看法。”⑤ 在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

共和国诉乌干达）中，法院指出，没有受到公正之人质疑的证据会被赋予权重，⑥ 能得到科学界

广泛认可的科学意见恰好就具有上述特性。⑦

如果专家意见的结论不利于当事国的立场，法院也会给予特别关注，并在判定实体问题或作

出判决需要时赋予该专家意见以较大权重。⑧ 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尽管英国政府在１９４７年划定
边界时认为杰拉达岛 （ＱｉｔａｔＪａｒａｄａｈ）不是岛屿，⑨ 法院仍然判定该地物可被视为岛屿。法院所
依赖的关键证据是卡塔尔聘请的专家提供的不利于卡塔尔的专家意见，即不能从科学上证明杰拉

达岛是低潮高地。瑏瑠 法院在判定这类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时，采用了类似于对 “高级政治官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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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Ｓｅ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８，ｐｐ１５，１６，１７，ｐａｒａｓ４５，４９，５２
Ｓｅ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８，ｐｐ２２－２３，ｐａｒａｓ７９－８１
ＳｅｅＪａｓｏｎＲｕｄａｌｌ，“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ｔｏ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２０１８）１１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２８８，ｐｐ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２；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ｉｎ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ｖ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８，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ｇｅＢｈａｎｄａｒｉ，ｐｐ３－４，ｐａｒａｓ１０－１２；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ｆＪｕｄｇｅＤｏｎｏｇｈｕｅ，ｐ７，ｐａｒａ３２
Ｓｅｅ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４，ｐｐ２６９－２７０，
ｐａｒａ１３７
Ｗｈａ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ｖＪａｐ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４，ｐｐ２５５，２５８，
ｐａｒａｓ７４，８６
ＳｅｅＡｒｍｅ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ｖＵｇａｎｄ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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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声明”的证据判断方式，① 即这些不利于自身立场的声明或意见 “可被解释为某种形式的

承认”，② 可使行为人摆脱利害关系的束缚，增加证据的可靠性。

最后，对于双方专家都认可的科学结论，③ 法院也会赋予很大的权重。④ 从理论上说，证据

的职能是帮助法院发现并挖掘真相；但在实际情况中，诉讼程序的启动可能仅仅是通过发现相对

的真相而达到解决争端的目的。这不仅体现在国内司法程序中，也体现在国际性法庭查明事实的

过程中。⑤ 为达到解决争端的目的，法院可能认为 “合意”要比 “科学真相”更为重要。⑥

六　结论

随着科学和技术事实密集型的案件日益增多，准确认定相关的争议事实已成为国际法院不得

不面对的一项重要挑战。其中，在当事国聘请的专家提供的专家证据方面，国际法院的过往司法

实践和相关判例表明，当事国所聘请专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以及专家意见所依赖的信息和数

据的来源、处理方式和得出的结论等既是当事国在专家证据可靠性和证明价值上争辩的焦点，也

是法院评估专家证据证明价值时着重考虑的因素。

鉴于当事国聘请专家是其自身主导的事项，国际法院既不会仅基于当事国专家的资质、专长

和独立性等肯定或否定某项专家意见，也不会强制要求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必须满足某些具体条件

或相关要求。相较而言，国际法院更为关注专家意见本身。尽管法院在既往司法实践中尚未就专

家证据所依赖的信息和数据的来源、处理方式和得出的结论等因素对证据证明价值的影响，发表

过一般性的观点或具体的意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因素不会影响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事

实上，法院往往会考虑当事国专家意见依据的原始信息和数据的来源，收集的技术标准、方法、

模型，时间、地点和数量以及仪器、设备、工具等因素；在评估专家对原始信息、数据的处理分

析情况时，法院着重考虑的是信息、数据的处理方法和模型。至于专家意见的结论，法院会考虑

这些结论是否是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否利于当事国立场以及是否为双方当事国专家所认可，等

等。期待法院未来可在具体案件中就本文提及的相关问题直接作出判断并说明理由，亦可通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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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般性意见等方式，引导当事国的相关实践，在满足良好司法需要的前提下，提高证据和事实

查明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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